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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一个变革过程，表现为生产率体系和需求体系的不
断变动，而两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构成了特定的经济增长模式。自 １９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一个以

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其效率特性是动态生产性效率，其可持续性则有赖于技术进步是否足以抵消过度积累的趋

势。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这个模式愈益面临经济决策的抵制，表现为强调需求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决策导向。这种导
向是否足以建构成另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而新的增长模式又是否比已有的模式更为优越，这都是有待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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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放缓：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急剧放缓，至 ２０１４ 年，增长率降至 ２０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７ ４％，２０１５ 年第
一季度再降至 ７％。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决策也是建立在增长放缓将持续的预测上，并将 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
目标定在 ７％。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和媒体的判断，就是更加不乐
观。如此种种，让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人们必须发问：经济增长急剧放缓，这是长期上的“新常态”，抑

或仅是短期波动，所谓“非常态”？［１ ～ 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长期发展的视野，也就是说，必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作充分的解析，并透过

长期趋势来检视短期表现。惟此才能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作出合理判断，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合理的指引，对

已有的决策作出合理评价。

迄今的种种相关论断，无论是那些将经济增长放缓视为长期常态的，还是那些认为真正的常态应该是较

为良好的表现的，其分析框架都不外乎是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宏观化，也就是以微观（个人化）的理性

选择及其均衡为基础，专注于总量供给能力的判断和展望。这其中显得较为完善和贴近现实的方法，是将分

析焦点从经济增长的总量扩张转移到结构变动，也就是在供给导向的框架内，分析现实中结构变动的效率特

性以及所需的制度和决策条件。这种方法之所以较为完善，是因为分析结构变动意味着其理论基础从增长

理论扩展到发展理论，因而能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更多复杂因素。而方法较为贴近现实，是因为一方面中国

现实本身确实呈现出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有世界范围的成功和失败的发展经验可供借鉴。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导向框架未必合理，或者说，很有可能对现实分析强加上并不合理的限制。与

此相对，新凯恩斯经济学（效率工资、信贷配给等理论）在微观上，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投机金融活动理论等

等）在宏观上，都指向经济发展进程中需求因素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货币资

本循环理论，也得出相似的判断，这意味着仅是供给导向的分析框架有可能是偏颇以至误导。从这些非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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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经济理论可以引申，认定经济发展的结构动力，是源自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的扩大

再生产模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都是得出这种引申。这里的关键，是宏观总体上的生产率进步

有赖于需求的诱导，而需求的扩张又有赖于技术创新的支持，此即所谓的经济发展路径的因果循环和累积。

本文的要旨，正是试图拓宽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和展望的分析框架，作出一个因果循环和累积框架

内的初步分析，期望由此能为已有的文献和讨论提供一点新见解，并对已有的决策导向提供一点新指引。

二、理论框架的考虑：扩张性增长，还是变革性增长

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是将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经济总量的扩张过程，最常见和最简明的

做法，是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检视各种“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从而推断增长的效率、速度和可持续性。

在新古典框架内从增长理论扩展到发展理论，最著名的是“比较优势阶段论”，意指在时间推移进程中

每一时点都达致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均衡，也即达致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的最优状态，从而也就确定了最

优的增长路径。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代政策信条，聚焦于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正是建立在比较优势阶段论之上

的，称之为“自然的发展路径”。这一信条承诺，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全面融入世界市场、让世界市场的运作决

定它们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由此就能获得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华盛顿机构乃至整个世

界政治经济的建制中，这一信条在近年来颇有恢复到主导地位的趋势，盖过第二代信条（聚焦于私有化）和

第三代信条（聚焦于金融自由化）。［５］［６］

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林毅夫教授是倡导比较优势阶段论的代表论者，并得出当前的增长放

缓是周期波动、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远为乐观的判断。这一判断的基础，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所谓“新结构经济

学”，即要达致上述最优增长路径有赖于政府（市场友善性质的）干预、克服市场失效；另一方面是以 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０ 年代东亚工业化的“雁行模式”经验作为这个信条的可行性的现实依据。［７］作为补充，无论是一般地针
对世界发展还是特殊地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林毅夫还强调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８］

这隐含着对经济金融化趋势和相关政策的质疑。

总括而言，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其分析框架是供给导向的，即认为长期上产出增长（ｑ）
取决于生产率提升（ｐ）和投入要素的增长（ｕ），即：

ｑ ＝ ｑ（ｐ，ｕ）
与此相对，马克思传统和凯恩斯传统的经济学都认为，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需求不足是常态，从而

通常存在着需求扩展的余地，其扩展的空间大小取决于生产率提升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 －体制安排
状态，这些安排包括劳动过程、产业组织、收入分配格局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归根结底就是取决于剩

余价值的生产和榨取方式。而生产率提升又有赖于需求的扩展，具体机制包括边干边学、专业分工深化、需

求诱导投资（从而承载于设备更新的技术进步）等效应。生产率提升与需求扩展构成了因果循环和累积，从

而，在上面所示的以产出增长为表征的需求体系之外，还应该有下列的生产率体系与之相互作用：

ｐ ＝ ｐ（ｑ，ｖ）
其中，ｖ代表需求之外的因素。经济增长于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变革过程，也即经济结构以及相应体制

的不断变革，而合理的经济决策，应该是有利于推动需求体系和生产率体系的共同扩展、良性互动。图 １ 简
化地表达出变革性经济增长概念，这种共同扩展和良性互动，表现为经济增长路径从（ｐ１，ｑ１）提升至
（ｐ２，ｑ２）。
　 　 或许可以以中国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经典事例来阐明上文讨论的变革性增长概念，这就是 １９９０ 年代
的所谓“下岗增效”运动。当时，在短短的 ５ 年左右期间，超过 ５ 千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相继下岗，
而幸运仍能保持岗位的职工也不再享有终身制，原有的铁饭碗最终被打破。这个改革运动的指导理论无疑

是只聚焦于微观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劳动报酬纯粹看作成本，认为下岗是减少“富余”职工的必须，同时也有

利于抑制仍然在岗的职工的工资，总之是有利于企业增效。然而不管增效是否属实，微观理论指导的改革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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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经济增长路径：因果循环和累积

　 　 注：ｑ ＝产出增长率；ｐ ＝生产率增长率；图中（ｐ１，ｑ１）和（ｐ２，ｑ２）分别对应了两条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

导致出乎意料的宏观后果，下岗和仍能在岗的职工不敢消费，使得总量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增长放缓。

再加上当时政府持续大幅度减少预算赤字，国有银行因为商业化改革而惜贷抑制了投资增长，还有东亚金融

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如此种种，竟使得整体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宏观需求不足问题，从而出现自 １９９７ 年下半
年起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局面。理论地看待这个事例，在图 １ 中，下岗运动是为了将生产率体系从 ｐ１ 扩展
至 ｐ２（假定下岗确实实现了增效），然而同时却带来没有预见的需求萎缩后果，需求体系从 ｑ２ 萎缩至 ｑ１，两
个体系同时变动的综合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了。

三、中国经济的需求体系

“需求再平衡”，这是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决策导向讨论的关键词之一，意指以国内需求
替代国外需求、在国内需求中以消费需求替代投资需求，以此作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就前一种替代，除

了考虑到减少与出口市场目标国家的贸易摩擦外，还因为世界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衰退”确实限制了

中国扩张外贸出口的空间。就后一种替代，流行的说法是，这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

以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并不明确。

从实际表现看，在此期间，首先是以国内需求替代国外需求确实做到了。就外贸净出口占国民经济总支

出的比重而言，这一指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８ ８％剧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４％；而 ２０１３ 年的情况其实是接近 ２００４ 之前
１０ 多年的常态，在此之前的 １０ 多年则尽是外贸逆差。另一方面，以消费需求替代投资需求并没有实现，消
费需求占总支出的比重，自 ２００７ 以来始终无法回升至 ５０％的水平，与此相对照，这个比重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 １０
多年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 ５０％以上，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则是全部都在 ６０％以上。将这种需求结构演变与长
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虽然，消费需求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而净出口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外基本

上并不重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愈来愈趋于投资带动，表现为图 ２ 所示的中国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在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渐趋上升。这个趋势更明显地反映在投资增长率上，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期间，资本形成总
额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８ ９％，这个增长率在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期间提高至 １２ ９％。

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具有什么特性？先考虑效率。消费需求在总支出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是否意味着消

费需求增长势必放缓，这取决于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增长能否足以弥补。而事实是，３０ 多年来消费需求
一直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趋于投资带动，消费增长反而趋于加速。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期间，最终消费的年
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８ ７％，至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期间加速至 ９ ６％，这意味着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其实是高
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再考虑可持续性。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自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起一直持续至今，在此期间，快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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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五年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年》数据整理所得
　 　 注：Ｙ ＝国内生产总值；Ｉ ＝资本形成总额；Ｉ′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和生产率提升同样得以持续。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期间，平均每一社会就业人员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
长率为 ６ ７％，至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期间加速至 ９ ３％，这意味着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至少是直到近年仍具可持
续性。换言之，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其实都是经验问题，而不是这种路径在理论上

具有的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续性。

那么前景又如何？近年来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浮现、经济增长放缓，是否意味着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终于

来到效率下降、可持续性耗尽的阶段？是否必须“再平衡”，转到消费带动，才能使得经济增长持续？

在相关理论文献中，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路径，一般概括为所谓 Ｆｅｌｄｍａｎ － 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 Ｄｏｍａｒ （Ｆ － Ｍ
－ Ｄ）理论模型，即“生产投资品以再生产投资品”模型。这种增长路径能否持续，归根究底取决于技术进步
的速度，也即产品创新是否足以抵消产品需求递减的趋势，以及生产过程创新是否足以抵消资本边际生产率

递降的趋势。而上文已经指出，中国经济在增长路径愈趋投资带动的年代，生产率提升同时趋于加速，这正

是迄今或至少直至近年快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关键。这样，关于前景将如何的问题就转化为：如果投资主

导的需求体系继续、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率体系能否提供足够的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在未来得以持续？

这需要转到关于生产率体系的探讨。［９］［１０］

四、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体系

“结构调整”，这是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决策导向的讨论的另一关键词，主要内涵是要去
工业化，也就是要推动服务业以快于工业的速度增长，甚至不惜依靠压制工业增长来达成这种意向。而且，

这种意向不仅是短期考虑，不仅是考虑到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因而要加以压制，而是要作为长远目标。

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认为不同的产业部门内在地具有不同的效率特性，因而对于工业化或去工业

化并没有预定立场，只要经济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就是合理了。与此相对，马克思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有生

产性活动概念，这些理论倾向于认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最具这种特性，从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不

可少的基础。当然，理论观念与现实不一定有固定的对应，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生产性活动是否必定对应

于工业，现实上是否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大扩展趋势，这值得深究。

有证据显示，迄今，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工业部门的效率特性确实是与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最为

一致。也就是说，因为这种一致性，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进步尤其快速，并透过两种渠道促成中国经济整体持

续快速增长：一是技术扩散；二是工业品相对于非工业品的价格快速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就全球化时代世

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看，这种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即使不能说是中国特例也是庶几不远：在中国和东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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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都出现过去工业化的情况，而它们同时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失

落。［５］［６］

也有理由相信，现实上中国这个发展模式，同时也面对多种制约，尤其是技术进步的潜力问题。正如上

一节所解释的，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否抵消产品需求饱和趋势和资本边

际生产率递降趋势。那么，之前的快速技术进步的基础是什么？展望前景，这种基础是否仍然存在？可以判

断，３０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的关键之一，是所谓后发优势，即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技术。不过，这种
引进要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还有赖于国内的技术消化和改进能力，归根究底就是有赖于国内的生产性投资

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上一枝独秀，从而经济增长和发展远比发展中

世界的平均表现优秀，或许这是主要原因。那么，在经过了 ３０ 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超赶发展之后，来到今
天，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小，这种后发优势是否已经衰减甚至到了尽头？这也是必须解答的现

实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同样获得长足的发展，迅速向发达国家的水平迫

近，或许这有可能形成对技术引进的替代（见表 １）。
表 １　 研究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

研究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相对于高收入经济体

高收入经济体 中等及低收入经济体 中国 中等及低收入经济体 中国

２０００ ２ ３６ ０ ６２ ０ ９０ ２６ ２７％ ３８ １４％

２００５ ２ ２６ ０ ８３ １ ３２ ３６ ７３％ ５８ ４１％

２００６ ２ ２８ ０ ８８ １ ３９ ３８ ６０％ ６０ ９６％

２００７ ２ ２８ ０ ８９ １ ４０ ３９ ０４％ ６１ ４０％

２００８ ２ ３７ ０ ９８ １ ４７ ４１ ３５％ ６２ ０３％

２００９ ２ ４５ １ ０８ １ ７０ ４４ ０８％ ６９ ３９％

２０１０ ２ ４３ １ １７ １ ７６ ４８ １５％ ７２ ４３％

２０１１ ２ ４５ １ ２４ １ ８４ ５０ ６１％ ７５ １０％

２０１２ ２ ３２ ｎａ １ ９８ ｎａ ８５ ３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问题相关，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体系的“结构调整”讨论中，近乎主

流的话语还提出另外两个广泛流传的论题，作为依据认定已有的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低效率的、不可持

续的。

一是“人口红利”耗尽论，认为 ３０ 多年来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成本之上的，不仅是
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率增长，而且是绝对工资水平远低于国外发展程度相近的经济体，从而构成了中国

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耗尽、或全社会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来到今天，这个结构特

性或“优势”基本上消失了。然而，就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言，这个论题并不符合事实。过去 ３０ 多年的经济
增长，其主要推动力无疑是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间，全社会就业
人数每年平均增长率 １ ４７％，而平均每一社会就业人员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却达到年平均
８ ３％，其中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间达到年平均 ９ ３％。生产率这样长期持续的快速提升，从全球范围看确实是中
国特例，其背后推动力同样是作为中国特例的快速工业化（以及城镇化）进程，而这个进程又有赖于同期的

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１１］［１２］［１３］

另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过度消耗资源论，认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化和城镇化，因而严重消耗能源和原

材料，并严重污染或破坏了土地、水源、空气等自然环境的各方面，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全社会以至国内国外

难以容忍的地步。在描述层面，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问题是有没有合理可行的替代安排。其实，资源消

耗首先取决于消费模式，而后者又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例如，公共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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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足、居民过度依赖私家车，这分明就是模仿美国消费模式的结果，而如果中国真的要全面模仿美国消

费模式的话，就至少得有再加一个地球的资源。资源消耗还取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要让中国的高

端服务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此替代消耗资源的工业，这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在可见的将来

应该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这个目标还有其不合理的成分，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污染产业退还给它们或

许是合理的，但是，城镇化需要钢铁、水泥、化工等污染产业的产品，自己不生产就得依靠进口，这也只不过是

将污染转给别国罢了。归根究底，在给定消费模式的情况下，要说去工业化比推进工业化更能保护自然环

境、维持农村体系比推进城镇化更能节省资源，这是欠缺现实根据的，从而，将过度的资源消耗归咎于经济增

长模式也是牵强的。

在决策导向层面，流行观点强调释放“改革红利”，即是要透过制度改革加上政策措施实现需求再平衡

和结构调整。如上所述，促进消费增长和服务业发展，这两者都是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但是无需也不应该

作为投资增长和工业化的替代，而且这种替代就维持经济增长而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也是不现实的。从世

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经验看，过去 ７０ 年来甚至在整个现代历史上，并没有成功的先例，是以消费带动、服务业
主导的模式达至发展的。

五、世界发展中的东亚经验

上面的描述和分析，为现实上的中国经济，概括出一个需求体系和生产率体系相互一致的发展模式，指

出了这个模式在过往 ３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效率特性、以及在未来维持长期快速经济增长的潜
力和所面对的制约。同时，上面的讨论还揭示了这个模式的替代问题，也就是现实上的决策话语及其讨论中

隐含的反现实课题，即：现时的结构调整和需求再平衡，其结果，是否能建构出一个另具效率特性和可持续性

的发展模式？这个课题的解答不能仅靠信仰，必需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和经验根据。

观之于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的经验，“东亚奇迹”无疑是很好的借鉴。东亚地区（在 １９８０ 年之前不包括
中国大陆）过去近 ６０ 年的经济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中唯一能够成功地爬升收入阶梯、收入水平向发达国
家趋同的实体，在黄金时代发展迅速，在普遍发展失落的全球化年代仍是表现良好。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 年间，这
个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３ ３％，这与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 ３ ０％差距不大，
至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３ 年间两者分别是 ７ ０％和 ２ ８％，差距却是大大拉开了（见表 ２）。

表 ２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３
高收入经济体 ３ ４３ １ ７５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３ ０２ ２ ８０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３ ３３ ６ ９６
　 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ｎａ ｎ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３ ２５ ０ ９５
　 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ｎａ １ ３４
　 南亚地区 １ ３１ ３ ９３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１ ６３ ０ ２３
　 　 中国 ３ ０３ ８ ８２
　 　 印度 １ ２３ ４ ２８
　 　 巴西 ４ ５７ ０ ９８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东亚经验在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中是特例，尤其是在全球化年代与普遍的发展失落大相径庭，这其实是

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信条置于质疑。考虑到全球化年代其实也正是全球范围的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年

代，而东亚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却并没有发展起来，所谓“自然的发展路径”的承诺至少是迄今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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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优势阶段论为基础或以东亚“雁行模式”为参照，由此得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判断，这显然

是根据不足。

更明确而言，这一判断并没有考虑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转变，即从黄金时代的生产扩张转变到全

球化年代的金融扩张，导致了所谓经济金融化趋向，即金融投机活动在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金融化意味

着经济决策的短期导向，使得投机活动对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另外是对生产体系尤其是劳动关系要求

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这又势必导致压抑工资从而压抑消费增长，从而在生产率体系和需求体系双重层次上妨

碍、破坏后进发展。［１４］［１５］这样，除非中国的崛起足以扭转或至少限制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投机

化的趋势，让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而非相反，即所谓“亚当·斯密在北京”论题（当前诸如“一带一路”和亚投

行等世界瞩目的发展可作如是观），否则，所谓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可以复制东亚奇迹的说法很难成立。而

如果这个论题真的成为现实，则中国崛起就不仅是复制东亚奇迹，而是超越东亚奇迹了。

在可借鉴可复制的限度内，东亚经验本身究竟还有什么特性，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在整个广大的发展中世

界中脱颖而出，从黄金时代到全球化年代一直维持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后进发展的范例？或许，远超同侪的

生产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持续居高甚至继续上升的投资率，应该就是东亚经济的显著特性，而中国在东亚

之中又是最具这种特性的国家（见表 ３）。已有的研究文献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资本积累的实现，正是东亚发
展奇迹的直接的关键因素。这显然就对当前中国的“需求再平衡”导向提出了警示。

表 ３　 资本形成与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３
高收入经济体 ２６ ４５（Ｎａ） ２３ ０６（１６． ３７）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２２ ９５（２３． ７９） ２７ ５４（２３． １０）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２７ ４２（２９． ８４） ３６ ７８（３１． ２０）
　 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ｎａ ２２ ８７（２０． ７７）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２１ ７０（２４． ７７） ２０ ３４（２０． ３８）
　 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２５ ６０（１０． ２５） ２７ ００（１３． ４６）
　 南亚地区 １６ １４（１４． ２２） ２５ ４４（１５． ４７）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２４ ９９（１６． ８６） １８ ５６（１３． ７２）
　 　 中国 ２９ ８６（３４． ４９） ３９ ９３（３３． ５７）
　 　 印度 １６ ６４（１４． ５９） ２６ ８３（１５． ５２）
　 　 巴西 ２１ ２９（２９． １４） １９ ０７（２２． ５４）
　 　 俄罗斯 ｎａ ２３ ８１（１６． ４３）
　 　 南非 ２３ ３５（２２． ００） １９ ４３（１９． ６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括号内数据为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居高甚至继续上升，这是东亚经济的另

一显著特性，而中国在东亚之中同样又是最具这种特性（见表 ３）。这个特性与理论上的生产性活动概念相
吻合。现实上，这个特性与东亚奇迹有可能是因果关系，也有可能仅是相关关系，而且也都未必足以作为中

国发展前景的指引。然而既有的证据支持这种因果性或相关性，远多于支持相反的判读，这就足以对当前中

国的“结构调整”导向提出警示。

六、结　 　 语

在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概念上有所谓“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区分，要让后者达致

前者，需要透过体制变革和政府、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变革，如何努力？

主流话语所强调的，是获取“改革红利”，意指现时的经济增长放缓，显示此前 ３０ 多年的增长模式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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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了尽头，往后需要推行根本的市场化改革，惟此才能维持可接受的增长速度。这种话语往往是以华盛顿

共识的政策信条为依归，不仅是要求市场化和私有化，还尤其着重金融自由化，推动经济的金融化。

与此相对，对前此的增长模式倾向于正面评价、对前景态度乐观的评论者，认为现时的增长放缓并非常

态，要恢复到合理常态的变革和努力需要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信条。这其中包括了持比较优势阶段论的

论者，聚焦于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同时加上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失效，以及强调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性。

本文试图在一个因果循环和累积的框架内，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往路径和未来展望，得出三点判断：

一，此前 ３０ 多年的增长模式，即投资带动的增长路径和推进工业化的结构变动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有
效率和可持续的；二，展望未来，快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关键在于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能否弥补后

发优势的趋于衰减；三，主流话语所倡导的“需求再平衡”和“结构调整”方向，是否足以建构起一个新的增长

模式，足以作为已有模式的替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说不上有充分的依据。这三点判断与上

面所指的乐观论大致相同，只是判断的依据却是相当不同，认为乐观论尤其是比较优势阶段论很有偏颇。另

外，这些判断也比乐观论者更加否定主流话语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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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萩 

卢茨（1964-)，广东潮州人，W87年获香港中文大 

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学士、1991年获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发展经济学硕士、1994年获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特聘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和Journal of Post Key-

nesian Economics编委，曾任联合国贸易发展署顾问和国际劳工组织顾问。 

卢荻教授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变革、全球化与后进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和历史性问题。卢荻教授 

曾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当代中国经济 

前沿问题研究》、《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主持过美国福特(FORD)基金 

项目、国际劳工组织�ILO)课题等多项大型国际课题。 

卢荻教授一直主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历史先于理论。卢获教授认为，社会研究必 

须以“典型化事实”而非任何理论传统的第一原理为起点，各种理论传统在分析层面上的洞 

见和局限归根究底只能透过历史视角加以检验,这种强调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卢荻 

教授并认为，现实研究须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资本主义论述综合起来,理 

论研究须力图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凯恩斯、熊彼特等各种传统的经济学 

的异同之处。 

卢荻教授强调，对中国经济变革的研究，必须将有关经验置于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中 

加以考察，由此才能确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区分变革过程中的系统内在问 

题和过渡性质问题。对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理解,不仅是现象层面的比较分析,更重要是力 

图揭示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运作逻辑。中国的经济 

变革历程，其矛盾、建树、缺陷，基本上都是体现在融入、抵制这个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中, 

而变革的前景归根究底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和历史性Q 

卢获教授的代表性论著有：�Alternatives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in the Polit

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Late Development》(London, Macmillan 2012)、《更革'f生经济 

增长——中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卢荻教授并有多 

篇文章发表于�China Quarterl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 

《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著名学术刊物。 



Logic Analysis of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extual Issue, Introspection of "Scientific Abstraction" and Others 

Xu Guangwei 

Abstract: The objective for Karl Marx to writ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make history become logic，and achieve the scientific narrative effect of unification of action science 
and historical science as well as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Misunderstanding is caused thereof, i.e.� 
the third chapter of Introduction is considered as the specified place to produce the proposition of from 
abstraction up to concrete ； furthermore, it is mistaken for elucidation of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which covers the real mean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methodology——eluc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
cal materialism in texts. The method to restore the truth is not to return to the texts, or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logic structure issue relevant to text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o grasp the overall logic 
development and find out the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general introduction��and ‘‘testific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explored in Introduction actually determined the subsequent dire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Das Kapital, i.e.�the subjective process initiated by objective critique. Settlement of scientific 
narrative makes the logic of Introduction be reconsidered during new period and realize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ve application.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is a necessary key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open logic and keep accurate. 

Confrontation Initiated by Greek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Yang Huichang�Sun Han 
Abstract: Effective use of debts could achieve the mutual benefit and reciprocity between creditor coun
tries and debtor countries; however, inappropriate use of debts and failure to turn debts into capital will 
instead lead to economy recession, declination of the country s living standards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failure to repay the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Greek did not use the foreign debts to develop produc
tion and trade but to directly improve salary and social benefits, which caused declination of the overall 
GDP and GDP per capita, balance of payment deficit, and inability to repay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In order to repay the foreign debts, the Greek government executed the deflationary policies, which led to 
declination of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Greek's general public and the gov
ernment; Greek's failure to repay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also caused the economical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reditor countries. 

Anatomy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Die Lo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and Keynesian economic theories, economic growth is a trans
formational process. This involves continuous changes of the productivity regime and the demand regime, 
and the coher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forms a certain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Chi
nese economic growth has progressively formed an investment—led model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which hinges on the relative pac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vis— a —vis the tendency of 
over—accumulation. From 2008 up to present, this growth model has been increasingly undermined by 
policy—making that is shown in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demand rebalancing and restructuring . 
Whether or not such policy orientation is to produce a coherent, more desirable growth model requires 
careful studies.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 and Refor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Yang Huil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 we should 
inspect China 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ir reform, rather than put aside the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o make abstract analysis, and we should not take the free contention market as a 
hypothesis in general terms and should not privatiz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the excuse of an
ti-monopol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 from interna
tional monopoly power, an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all not only create competitive environ
ment for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make themselves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urrently, under the urgent con
dition of Chinese market having been enveloped by foreign monopoly�only 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fundamental assurance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con
struction and national economical safety.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uld only strengthen 
the monopoly powe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ather than achieve the ideal status of free competition. 


